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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方向和指引,但面对融通创新这一新的创新

范式,其作用效果及机理仍需进一步探讨。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 2008—2020 年

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两个不同层面数字

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

应用对企业融通创新分别存在倒 U 型和正向影响;相较于中小企业,大企业更能促进企

业融通创新。 作用机制表明,底层技术运用通过影响经营风险、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于企业

融通创新,技术实践应用则通过提升动态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于企业融通创新。 知

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越“凸”,而技术实践应用的

促进作用将受到抑制。 本文探索了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因素,并为政府制定推进企业融

通创新、发挥数字化转型赋能作用的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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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融通创新是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间资源深度融合、高度畅通的深层次合作创新范式(崔维军

等,2021) [1] ,对于破解单一主体创新能力不足和实现系统创新目标的意义重大。 如何驱动企业融

通创新,更好统筹发挥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各自的创新优势,是我国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迈进

创新型国家前列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日趋深

度融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其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关键战略(戚聿东和肖旭,2020) [2] 。 数

字化转型在突破企业边界(袁淳等,2021) [3] 、促进跨界协作与融合(Nambisan 等,2019) [4] 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么,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助于实现我国迫切推进的融通创新? 如果可以,其
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对该问题的探究不仅能够为企业融通创新提供路径参考,而且有助于加深

对数字化转型赋能机制的理解。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将数字技术与要素全方位深度融合改变原有业务流程的过程 (吴非等,

2021) [5] 。 已有研究从提高企业研发能力 (池毛毛等,2020) [6] 、获取外部创新资源 ( Verhoef 等,
2021) [7] 等视角解读了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但是,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创新呈现倒 U 型关系(余菲菲等,2021) [8] ,甚至可能增大企业间的“数字鸿沟”,不利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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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要素的有效集聚(刘淑春等,2021) [9] 。 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将引发企业创新活动变革(张
国胜和杜鹏飞,2022) [10] ,对企业间创新资源与要素的融合与畅通产生影响,然而这种变革和影响

的作用效果尚且存在争议。 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涉及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两个不

同层面(吴非等,2021) [5] ,前者面向企业内部,侧重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后端和技术系统,变革企业

内部流程、生产模式;后者则面向市场,侧重赋能前端业务流程,以获取新市场、新业务增长极(杜

明威等,2022) [11] 。 二者对企业赋能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却未有研究将其分开讨论。 因此,从不同

层面数字化转型出发探寻企业融通创新的驱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鉴于此,本文以 2008—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并检验了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

实践应用两个不同层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和作用机制,同时考虑了企业规

模异质性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其一,本文构建了多维度的融

通创新指标,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企业融通创新程度,并为评估企业融通创新及其影响因素提

供了有益借鉴。 其二,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探究企业融通创新的前因,为数字经济时代实现融

通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从规模、知识产权保护等角度明确了数字化转型这一关键因素的作用边

界。 其三,本文通过区分出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两个不同层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

新的差异化影响,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作用后果的研究,而且有助于协调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影

响企业创新的争议。

二、 理论机制与假设提出

1.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融通创新

随着创新的复杂度与风险性不断增加,基于自有资源的封闭式创新已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

求,加之数字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边界模糊和延伸,企业间联系日益紧密,因此创新模式逐渐从封闭

式转向合作式(陈劲等,2022) [12] ,而合作创新又经历了从开放式创新到协同创新、再到融通创新的

升级优化(陈劲和阳镇,2021 [13] ;Lee 等,2012 [14] )。
作为合作创新的最新范式,融通创新能够有效避免开放式创新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市场交易契

约不确定性等弊端,以及降低协同创新需要产学研主体在战略、组织和知识高度协同的要求(陈劲

和阳镇,2021) [13] 。 现有关于融通创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融通创新内涵与特

征的阐述。 陈劲等(2020) [15] 揭示了融通创新的理论内涵,将其看作协同创新的延伸,认为融通创

新的本质是创新主体间通过资源融合互补、知识协同共享、价值共创共得进行的跨组织合作创新,
并且具有“融合”和“畅通”两方面的运行机制。 崔维军等(2021) [1] 认为融通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

的资源高度融合、协作高度畅通的深层次合作创新模式,并从创新主体、合作程度等方面指出融通

创新相对于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的异同。 三种合作创新模式的特征比较详见表 1。 二是对企业融

通创新效能的理论探讨。 学者从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陈劲和阳镇,2021) [13] 、促进高质量发

展(李彦宏,2021) [16] 以及加快我国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陈敬全等,2018) [17] 等方面解读了实现企业

融通创新的重要性。 但是,目前关于企业如何实现融通创新以及构建融通创新生态发展体系的相关

研究较为缺乏,仅有崔维军等(2021) [1] 关注了政企关系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 同时,鲜有研究关注

融通创新实现过程中企业内部因素以及外部环境的协同作用,这为本文留下了丰富的探索空间。
表 1 合作创新模式的特征比较

比较维度 开放式创新 协同创新 融通创新

基本假设
企业与外部创新主体之间存在

潜在的合作空间

创新主体的各类创新资源与要

素能够协同互补

创新主体仅需在某一具体的创新

需求上能够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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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比较维度 开放式创新 协同创新 融通创新

合作对象
与企业能够实现资源、技术互

补的相关创新主体

高校、科研机构、智库等知识型

合作伙伴

产学研组织、政府、金融机构、中介

机构、其他相关企业等

组织模式 外包、许可授权、技术租借等 产学研机构、联盟组织等 创新网络平台、融通创新系统等

合作关系
企业间 信 息、知 识、技 术 等 的

交换

企业是知识、技术需求方,学研

组织是知识、技术供给方
共享、共生、共担、共赢

侧重点
强调由外部知识补充所带来的

创新

强调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伙

伴关系或联盟的创新过程

连接多个创新主体,通过合作产生

比自主研发更多的效益

出现缘由

创新过程中资 源 需 求 日 益 增

长、技术要求不断复杂,单个企

业难以完成创新

开放式创新的创新主体的协同

程度模糊性和创新网络中知识

主体的过度宽泛

不同创新主体类型以及价值导向

的差异导致难以实现战略、组织以

及知识三大层面的高度协同

　 　 资料来源:根据崔维军等(2021) [1] 、陈劲和阳镇(2021) [13] 、Lee 等(2012) [14] 研究整理得出

融通创新是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间资源深度融合、高度畅通的深层次合作创新范式,因此,有
效融合与畅通各类创新主体间的资源与要素是实现融通创新的关键和基础(陈劲等,2020 [15] ;华若

筠和龙海波,2020 [18] )。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间关系逐渐从竞争模式转向互惠共生模式(陈春花

等,2022) [19] ,产业链创新链内的资源和能力共享度不断提升(Nambisan 等,2019) [4] 。 企业主体的

数字化转型更是支持和加速了这一过程,对企业资源基础以及企业间资源流动性均产生了较大影

响(Verhoef 等,2021) [7] :一方面,企业通过引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底层技术运

用,不断提升企业内部技术系统、生产和经营系统的数字化程度,不仅促使企业传统资源向结构化、
标准化的数字化资源转变,并能够加速其在企业内部甚至市场中高效地扩散、吸收和调整,因而影

响着资源流动性和资源配置效率(肖静华,2020) [20] 。 另外,资源基础观视角下的核心资源具备不

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等特征,而数字化资源更易被复制和模仿。 这加快了企业资源的价值衰减速度,
将迫使企业以多种方式开展合作活动,加强对企业内外部各类资源的重复和组合利用,以不断创造

新服务、新产品,维持持续的价值增长(陈冬梅等,2020) [21] 。 另一方面,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不

同业务和市场场景的技术实践应用,拓展了企业生产、经营等的空间范围(杜明威等,2022) [11] ,支
持并促使企业与外部建立多维度、丰富且范围更广泛的连接,增加与其他创新主体间进行创新要素

和技术融合的可能性,因而为企业开展合作创新活动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空间 (贾西猛等,
2022) [22] 。 同时,由于畅通了信息传播渠道并降低了信息传播损失,能够提高企业间知识、技术等

创新资源的流动速度和交换效率(Haefner 等,2021) [23] ,帮助供需双方明确创新需求,形成共同的

研发网络。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将构成创新主体间资源融合与畅通的关键基础,并可以

通过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两个层面的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融通创新。
2.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

(1)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 底层技术运用侧重布局和嵌入前沿性、通用性和

基础性数字技术,对企业内部众多资源、流程等进行标准化处理和升级优化(吴非等,2021) [5] ,影
响企业整体运营和管理模式,并且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且研发和成果转化周期较长,因而提升了企业

从外部获取资源的动机以及吸引其他创新主体进行合作,共同实现融通创新。 其一,企业通过对后

端研发设计、管理模式、经营逻辑等方面的数字化升级和转化,推动了企业内模糊、隐形、抽象的经

验与知识向具体、显性、可视的数据与流程转化(胡海峰等,2022) [24] ,有助于在内部建立标准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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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化的创新体系。 这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明确自身的创新短板与发展思路,进而更好地向外交流和

获取帮助,并且有助于向外建立良好的沟通网络,为企业间融通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基础。 同

时,标准化、结构化的创新体系有助于企业成为行业先行者,并在行业领域内享有更高的议价能力

和主动权,因而更容易吸引其他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合作(周琪等,2020) [25] ,拓展既有创新生态系

统,促进融通创新的实现。 其二,底层技术运用是一项高成本投入且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

引进大量的数字技术(包括软件和硬件),并且需要将数字技术与原有组织结构、生产流程、运营和

管理模式等融合(曾德麟等,2021) [26] 。 而企业所有的变化与调整均需要资金、技术等资源加以支

撑,这将挤出企业原有用于创新的投入,增加企业从外部获取创新资源的动机。 因此,底层技术运

用将引发企业进行融通创新,积极构建或加入高效联通、深度融合的创新网络系统,例如在与具有

资源优势的平台企业合作中实现资源的融合共享和创新协同,在与外部创新主体交互的过程中有

效补充与升级自身创新资源和能力。
但是,数字技术的过度投入与关注,将影响企业经营的稳定性,特别是企业自身资源基础与能

力无法适应过度底层技术运用的要求时,对融通创新的“利好”将逐渐被削弱,导致底层技术运用

对企业融通创新产生“过犹不及”效应。 其一,数字技术作为一种要素投入具有明显的边际递减效

应(张骞和李长英,2019) [27] ,当底层技术运用达到一定程度时,继续投入的数字技术将面临单位融

通创新促进效用下降的风险。 高成本和持续的数字技术投入将对企业投资产生“内锁效应”,即锁

定了企业的投资方向,固化了企业行动和变革的空间,不利于其进入其他领域或参与到与其他创新

主体间的联合研发活动中,因而降低了企业对融通创新活动的关注度。 其二,企业融通创新实现的

关键在于企业间能够互通有无、共同创新以及合作共赢,而某一或特定企业对底层技术的过度关注

和投入,可能导致行业中出现“赢家通吃”的寡头垄断或完全垄断问题(丛屹和陈琦,2022) [28] ,这
显然与融通创新的导向与优势相悖。 特别是,数字技术中包含众多具有标准化特征的知识、技术等

资源,当部分企业通过底层技术运用实现对全量或增量数据的掌控后,一方面将导致众多利润、补
贴向其聚集,突出底层技术运用的“马太效应”,严重阻碍融通创新的实现;另一方面将增加其独立

决策、盲目决策的可能性,致使其他企业丧失话语权,无法有效发挥融通创新的价值。 因此,只有合

理控制底层技术运用的程度,才能发挥其对企业融通创新的促进作用。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底层技术运用与企业融通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 U 型关系。
(2)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 不同于底层技术运用关注企业后端的技术、管理、

经营等系统,技术实践应用更重视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中各类场景的融合,关注焦点逐渐从后端数

字技术赋能外移至前端市场、业务等场景中(杜明威等,2022) [11] ,而这又将有助于企业拓宽外部市

场,增强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连接,推进企业融通创新。 其一,技术实践应用能够帮助企业跨越甚

至打破组织边界,减少或消除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间信息沟通和资源获取的障碍。 根据组织边界

理论,组织边界制约着企业的活动界限,不利于企业间进行自由、畅通的资源传递和信息交流(肖

静华,2020) [20] 。 技术实践应用则改变了上述现状(陈冬梅等,2020) [21] ,能够帮助企业与其他创新

主体间建立起多样化的数字连接,不仅能够实现跨越组织边界的资源流动(Haefner 等,2021) [23] ,
并且重塑了企业边界,促使其向更加柔性、灵活、具有可渗透性的方向转变,更加有助于企业整合内

外部资源,并与其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通过想法、知识、技术等的融合与互动实现共同创新

(Kohtamäki 等,2019) [29] 。 其二,企业通过数据化、代码化原有业务场景,拓展了信息搜集、分析和

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倪克金和刘修岩,2021) [30] ,促使融通创新参与主体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和高效。
一方面,技术实践应用能够帮助企业整合资本市场中的信息,更容易寻求到在综合实力、创新需求均

与自身相匹配的融通创新伙伴,建立和保持紧密联系和频繁互动,形成更广泛和主动的合作关系;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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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众多企业共同进行的技术实践应用提升了市场信息的透明度。 因此基于声誉的考虑,融通创

新参与主体将主动降低违约概率(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 [31] ,并且企业间信息分享成本和搜寻成本

也会随之降低,从而推动多元创新主体间进行更广泛的知识共享和协作交流,促进融通创新的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实践应用能够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回报收益(杜明威等,2022 [11] ;杜勇和

娄靖,2022 [32] ),因此,不同于底层技术运用由于成本高、周期长和难度大而导致过度的投入将阻碍

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融通,反而可以帮助企业及时把握新机会、获取新能力,持续吸引外部合

作伙伴并维护良好合作关系。 另外,技术实践应用具有模块化特征,相对独立灵活,能够支持不断

的迭代和拓展,并且不会对前期建设和组织全局产生明显影响,侧重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到社会各类场景中,因而能够促进创新生态的不断优化与完善,为各类企业

间连接与资源整合提供支持,持续地推进融通创新。 因此,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并

不存在“过犹不及”效应。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技术实践应用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3.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的作用机制

(1)底层技术运用影响企业融通创新的路径:影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营风险。 底层技

术运用面向企业内部,主要存在于企业后端的生产流程、经营模式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中(杜明威

等,2022) [11] 。 一方面,企业通过在内部引入数字技术,提升了原有生产系统数字化程度(吴非等,
2021) [5] ,改变了各类资源配置效率(赵宸宇等,2021) [33] ,因而影响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武常岐

等,2022) [34] ;另一方面,企业对经营模式、经营系统的数字化变革,能够提升运营灵活性以应对外

部冲击和不确定性 (池毛毛等,2020 ) [6] ,亦可能存在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 Gebauer 等,
2020) [35] ,进而影响着企业经营风险( Tian 等,2022) [36] 。 而全要素生产率和经营风险反映着企业

的经营结果,这将进一步影响企业创新基础以及其他创新主体与其合作创新的意愿。 因此,全要素

生产率和经营风险是底层技术运用影响企业融通创新的重要路径。
从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生产过程的影响来看,其由于优化了企业生产方式与资源要素配置,从

而影响着全要素生产率。 首先,企业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实现生产模式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改

进,可以对生产系统的参数和数据进行实时收集并做出相应调整( Frank 等,2019) [37] ,在降低生产

成本的同时提升了生产效率。 其次,数字技术赋能于劳动要素将逐渐提升其专业化程度,即企业将

拥有越来越多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进而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赵宸宇等,2021) [33] 。
最后,数据已经成为生产要素,而底层技术运用通过对数据的管理、开发与应用,不仅有助于发挥资

本、劳动等其他要素的价值,并且能够赋能产业链和创新链,实现多链条协同和资源整合,提升既定

投入要素下的产出效率。 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增强企业对外部合作者吸引力的同时,能够进

一步释放潜在资源的活力,即推动闲置设备、闲置工厂等各类冗余资源重新投入使用,为企业与其

他创新主体的合作提供良好的资源基础,进而有助于融通创新的实现。 但是,过度的底层技术运用

将在企业内部积累较多的数据,造成内部信息过载并挤占了大量的生产资源,甚至引发资源错配

(Wamba 等,2017) [38] 。 特别是对于那些技术底座不牢固的企业而言,过度底层技术运用在增强资

源挤占效应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生产系统无法或难以与过度搭建的数字技术架构相融合的概率,
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因此,仅有适度底层技术运用才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

融通创新的实现。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底层技术运用通过倒 U 型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作用于企业融通创新。
从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经营过程的影响来看,企业运用数据中台、智能数据分析、智能化监管

生产等技术,能够促使生产、加工过程透明化和可控化,帮助企业实现对生产设备进行实时性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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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有效降低机器故障、供应链波动和企业间协作风险(陈剑等,2020) [39] 。 同时,通过提升投资决

策、财务管理等系统的数字化程度,可以提高组织管理效率(张媛等,2022) [40] ,进一步降低了经营

风险。 而企业较低的经营不确定性和风险更容易增强对外部资源的吸引力,进而促成其他创新主

体与企业进行融通创新。 因此,底层技术运用能够通过降低经营风险而促进企业融通创新。 但是,
过度地进行底层技术运用将增加企业面临不确定和风险的机率。 一方面,当对生产、经营等系统的

数字化变革程度和范围过大时,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将无法适应过度变革的要求,容易造成资源分配失

衡,导致企业处于较高的经营风险中,在降低其对创新关注度的同时也不利于吸引外部潜在合作者;
另一方面,较多种类数字技术在企业内部的过度引用与堆积,将增加企业面临信息过载、数据安全、管
理效率衰减等问题的概率(Karhade 和 Dong,2021) [41] ,不仅容易陷入技术陷阱,并且提升了企业间协

调与整合的难度,甚至增加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导致与其他合作者关系紧张甚至合作解体。 因此,仅
有适度底层技术运用才能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进而促进融通创新的实现。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b:底层技术运用通过 U 型影响经营风险而作用于企业融通创新。
(2)技术实践应用影响企业融通创新的路径:信息不对称和动态能力渠道。 技术实践应用面

向市场,主要存在于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不同业务场景进行前端市场开拓的数字化转型中(聂兴凯

等,2022) [42] 。 一方面,其能够影响企业获取信息的公平性,提升了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等各类资源

的机会(曾德麟等,2021) [26] ,降低信息不对称(吴非等,2021) [5] ;另一方面,其能够影响企业环境

感知和扫描能力,促进企业更好地利用和整合外部资源,提升动态能力(焦豪等,2021) [43] 。 而信息

不对称的降低以及动态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协调、利用外部资源的能力,促进了企

业间资源的流动,因而构成企业合作以及共同开展创新活动的基础(Arias-Pérez 等,2020) [44] 。 因

此,信息不对称和动态能力是技术实践应用影响企业融通创新的重要路径。
从技术实践应用对外部信息获取机会的影响来看,其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丰富企业的外

部信息资源来源,从而有利于企业融通创新。 首先,技术实践应用能够帮助企业在市场中获取畅通

的信息流(Verhoef 等,2021) [7] ,拓宽了信息获取范围。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市场场景中

的成功应用,不仅打破了企业的组织边界,缩短企业间的距离,便于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进行沟通,
还能够帮助企业对市场信息的可视化和实时追踪,获取全景式信息,促使供应链、创新链等链条上

交易更加公开、透明,降低了企业为了获取信息所付出的资源投入,因而为企业间的连接奠定了坚

实基础。 其次,技术实践应用通过缓解企业与其他 创新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吴非等,
2021) [5] ,提升了获取信息的精准度。 融通创新的实现需要参与合作的创新主体在某一具体的创新需

求上能够统一,而企业进行的技术实践应用能够加速拓展其信息搜集、分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更好

地识别企业自身的创新需求,在便于投资者和潜在合作者更加清晰、详细地获取企业状态的同时,还
有助于企业寻找同一创新需求下的合作伙伴,推动融通创新的实现。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技术实践应用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融通创新。
从技术实践应用对外部资源获取与利用能力的影响来看,其能够有效提升动态能力,从而有利

于融通创新。 第一,技术实践应用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 数字技术与业务生态场景的深度融合,不
仅能够极大提升企业运作效率,帮助企业快速有效地捕捉与识别外部环境变化和发展机会,并且通

过数字模拟降低了试错成本,有助于推动新产品开发与新市场拓展,提升创新能力,甚至通过瞄准

细分市场并进行精准定位,赢得更多合作机会。 而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更有可能从合作中受益,因而

更有动力加入到与其他创新主体的融通创新活动中。 第二,技术实践应用提升了企业吸收能力。
企业在进行技术实践应用的过程中,积累和储备了多样性的知识与经验,这为企业跨领域搜索不同

合作伙伴提供重要支撑,从而能够更多地访问外部资源、更好地向合作伙伴学习、更容易获得合作伙

伴的积极评价(Jiao 等,2019) [45] ,有利于提升搜寻外部知识的速度和广度,促进企业融通创新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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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Arias-Pérez 等,2020) [44] 。 第三,技术实践应用提升了企业适应能力。 适应能力体现在企业面

对市场机会的敏捷性上,而技术实践应用会打破原有的组织与管理机制,带来商业模式、业务流程与

战略的灵活性转变(赵宸宇等,2021) [33] 。 因而这类企业能够快速识别市场机会,构建与之相匹配的

资源体系,降低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延迟,提升融通创新效率。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b:技术实践应用通过提升动态能力促进企业融通创新。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8—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筛

选:(1)剔除实施特别处理(ST、∗ ST)、暂停上市和退市的企业;(2)剔除金融行业企业;(3)剔除成

立时间不足两年的企业;(4)剔除本文所需财务信息、专利信息、公司治理等基本信息数据缺失较

为严重的样本。 最终获得 2208 家企业的 19700 个样本观测值。 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

续变量进行了 1% 和 99% 分位数水平上的缩尾处理。 企业微观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和万得数据库(Wind),企业年报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宏观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本文使用的数据分析软件为 Stata17. 0。
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如何精准刻画企业融通创新程度极具挑战,相关研究多处于理论构建与分

析阶段。 崔维军等(2021) [1] 根据世界银行 2011 年 12 月—2013 年 2 月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通
过判断企业是否同时存在自主研发、企业间合作与产学研合作三方面的创新活动,创新性地构建了

企业是否进行融通创新的 0—1 变量指标。 考虑企业融通创新活动还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本文在借

鉴崔维军等(2021) [1] 研究的基础上,在以下两方面对企业融通创新的测度形成了推进:一方面,为
了有效且精准化评估企业融通创新程度,从“融合”和“畅通”这两个融通创新关键内涵和机制出发

(陈劲等,2020 [15] ;华若筠和龙海波,2020 [18] ),在兼顾数据可获得性的同时,构建了多维度的企业

融通创新指标体系;另一方面,考虑近些年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带给企业的影响,使用 2008—2020
年的面板数据对企业融通创新程度进行刻画。 详细的企业融通创新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企业融通创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融合度

创新成果融合

资源融合共享

创新主体融合

j1 :与其他创新主体(包括其他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联合

开发专利数量加 1 的对数
0. 115

j2 :企业是否与商业伙伴建立了共享的实验基地、共享的数据

库或稳定的沟通交流平台
0. 082

j3 :企业被其他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份额 0. 180

j4 :是否持有创投公司、创业板公司股权 0. 135

畅通度

创新要素流动

科技创新协作

创新成果转化

j5 :知识流动———企业发明专利引用量和被引用量的对数 0. 090

j6 :人员流动———企业间高管人员的流动人数 0. 114

j7 :资金流动———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间的应付账款、预收账

款、预付账款、应收账款的合计数并剔除企业负债规模效应
0. 077

j8 :企业年报中披露搭建或加入科技创新平台相关关键词词

频数的对数
0. 121

j9 :企业所在地新产品销售收入 / 专利申请量 0.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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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融合度。 融合度是指企业与外部创新主体间的开放程度,主要包括创新成果融合、资源融

合共享、创新主体融合三个指标。 其中,创新成果融合反映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通过合作进行融合

创新的程度,使用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包括其他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联合开发的专利数量的

对数进行衡量;资源融合共享反映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以促进创新的程度,例如

大企业共享仪器设备、试验场地等创新资源,本文通过判断企业是否与商业伙伴建立了共享的实验

基地、共享的数据库或稳定的沟通交流平台,确定企业的资源融合共享程度;创新主体融合反映企

业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融合,使用企业被其他机构投资者持股份额,以及企业是否持有创投公司、
创业板公司股权反映。

二是畅通度。 畅通度是指创新主体间的创新流动程度,主要包括创新要素流动、科技创新协

作、创新成果转化三个指标。 其中,创新要素流动反映知识、人员、资金等创新要素在创新主体间的

流动程度,知识流动使用企业发明专利的引用量和被引用量的对数衡量,人员流动使用企业间高管

人员的流动人数衡量,资金流动利用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间的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预付账款、应收账

款的合计数并剔除企业负债规模效应反映;科技创新协作反映企业间共同进行价值创造的程度,主
要表现为大企业搭建创新类平台以及中小企业加入创新类平台参与合作创新。 本文利用文本分析

法,从年报中提取“研发平台、创投平台、开发平台、创新平台、共享平台、科研平台、技术平台、行业

合作平台、新工艺平台、技术转移服务平台、技术转移中心、创新创业平台、科技转化平台、共享服务

平台、创新孵化平台、创孵平台、创新承接平台、孵化服务平台、创业服务平台、创新共享”等相关关

键词的词频并取对数作为企业科技创新协作程度的代理变量。 创新成果转化即企业是否拥有畅通

的成果转化有效机制,反映在企业创新成果转化率提升上,限于上市企业新产品产值及新产品销售

收入的可得性(毕晓方等,2017) [46] ,使用企业所在地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专利申请量的比值衡量创

新成果转化机制的畅通度。
考虑熵值法能够较为客观地对多个指标赋权进行赋权,本文利用熵值法对上述指标进行处理。

具体步骤为:
①标准化处理。 上述九个指标的数量级和量纲存在差异,因此在进行熵值法处理前,需要进行

标准的无量纲处理,以保证数据的可比性、精准性和实用性。 本文所用的企业融通创新指标均为正

向指标,其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Z i,j,t =
X i,j,t - min{X j}

max{X j} - min{X j}
(a)

　 　 其中,X i,j,t为标准化处理前公司 i 指标 j 第 t 年的值,Z i,j,t为标准化处理后公司 i 指标 j 第 t 年的

值,max{X j}为样本中指标 i 的最大值,min{X j}为样本中指标 j 的最小值。
②计算公司 i 指标 j 第 t 年的权重,记为 w i,j, t:

w i,j,t =
Z i,j,t

∑ n

i = 1∑
m

t = 1
Z i,j,t

(b)

　 　 其中,n 为公司个数(本文样本公司数为 2208 个),m 为年数(本文样本共跨 13 个年份)。
③计算指标 j 的信息熵 e j(0≤e j≤1)与变异系数 d j:

e j = - 1
lnmn∑

n

i = 1∑
m

t = 1
(w i,j,t × lnw i,j,t) (c)

d j = 1 - e j (d)
　 　 ④计算指标 j 的权重系数,记为 W j:

W j =
d j

∑ k

j = 1
d 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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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k 为指标个数(本文涉及 9 个指标)。 d j 越大,对指标的影响越大,权重亦越高。
⑤计算综合指标:

Coinn i,t = (∑ m

j = 1
W j × Z i,j,t) × 100① ( f)

　 ①(2)解释变量。 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主要有两种测度方法:一是利用文本分析法,提取

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 构建数字化转型程度 指 标 ( 吴 非 等, 2021 [5] ; 武 常 岐 等,
2022 [34] );二是根据企业网络系统运用、IT 投资、IT 人员等反映企业的数字化投资水平,作为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刘淑春等,2021 [9] ;袁淳等,2021 [3] )。 而企业年报是反映企业的经营状

况、组织特征、未来战略等情况的二手数据,能够客观体现企业的发展议题,且不受研究者的主观臆

断。 因此,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分别对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

测度。 主要步骤为:首先,利用 python 软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下载 A 股上

市公司 2008—2020 年度的年报。 其次,借鉴吴非等(2021) [5] 、赵宸宇等(2021) [33] 的研究,提取反

映企业“底层技术运用”以及“技术实践应用”的关键词,具体如表 3 所示。 最后,根据提取出来的

词语进行频率汇总,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用于衡量企业在底层技术运用(Digtech)、技术实践应

用(Digbusi)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表 3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本分析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

底层技

术运用

智能技术、人工智能、高端智能、智能机器人、商业智能、语义搜索、智能数据分析、机器学习、深度

学习、生物识别技术、图像理解、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身份验证、自动驾驶、投资决

策辅助系统、管理信息系统、服务器托管、虚拟主机、智能运载工具、智能识别系统、表示学习、计算

机视觉、智能流程自动化、大数据、数据中心、数据平台、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数据科学、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三维图片生成、动态环境建模、实时动作捕捉、快速渲染、感知交互、数据

管理、数据挖掘、文本挖掘、征信、可视化算法、时空数据、数据中台、数字货币、智能金融合约、智能

合约、共识算法、加密算法、分布式系统、联盟链、区块链、分布式计算、差分隐私技术、云计算、图计

算、流计算、类脑计算、内存计算、认识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绿色计算、融合架构、信息物理系统、物
联网、传感器、传感技术、信息遥感、信息传感、数据通讯、网络切片、高精度定位、边缘计算、智能芯

片、亿级并发、EB 级存储、云平台、云 IT、云服务、云生态、工业云

技术实

践应用

移动互联网、互联网 + 、互联网解决方案、移动互联、互联网生态、互联网平台、产业互联网、工业互

联网、工业智能、智能营销、互联网营销、数字营销、互联网商业模式、无人零售、电商、电子商务、
B2B、B2C、C2B、C2C、O2O、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量化金融、金融科技、移动支付、NFC 支付、第三

方支付、在线支付、在线银行、网上支付、网络银行、网上银行、电子银行、电脑支付、Fintech、开放银

行、网联、互联网医疗、智能医疗、智能穿戴、智能家居、智慧农业、智能工厂、未来工厂、一体化、虚
拟制造、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仓储、智能故障诊断、自动监测、自动监控、自动检测、
智能电网、智能能源、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保

　 　 资料来源:根据吴非等(2021) [5] 、赵宸宇等(2021) [33] 研究整理得出

(3)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①公司特征变

量,包括资产负债率(Lev)、流动资产占比( Liquid)、固定资产占比(Fixed)、现金持有水平(Cash)、
企业成长能力 ( Growth)、托宾 Q 值 ( Tobins)、企业年龄 ( Age);② 公司治理变量,股权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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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避免回归结果的系数太小导致的零值过多,本文对熵值法计算后的融通创新指标扩大 100 倍,但是这种倍数的扩大不

影响最终的关系描述。



(Share)、独立董事占比( Indep)、所有权性质(Property)。 详细的变量定义如表 4 所示。
3. 模型构建

为分别检验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COinn i,t = α0 + α1Digtech

2
i,t + α2Digtech i,t + α3Controls i,t + Year + Industry + ε i,t (1)

COinn i,t = β0 + β1Digbusi i,t + β2Controls i,t + Year + Industry + ε i,t (2)
　 　 其中,COinn 代表企业融通创新;Digtech 表示底层技术运用,Digbusi 表示技术实践应用;
Controls 是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融通创新的控制变量;Year 代表年份固定效应,本文样本跨 13 年数

据,设置 12 个年份虚拟变量;Industry 代表行业固定效应,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行业分类标准

(一级),样本涉及 17 个行业,设置 16 个行业虚拟变量;ε 表示随机扰动项。
4.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4 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企业融通创新(COinn)均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20. 668 和 82. 694,标准差为 9. 948,表明企业在融通创新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并有待进一步提升。 底

层技术运用(Digtech)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 和 6. 260,标准差为 1. 011;技术实践应用(Digbusi)最
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 和 6. 781,标准差为 1. 168,这表明样本企业在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层

面的数字化转型均表现出较大差异,并且技术实践应用均值和最大值均大于底层技术运用,可能是较

多企业较为重视能够短期带来回报、资金投入相对较少的技术实践应用,从而导致技术实践应用相关

词汇在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中出现的次数相对较多,这与已经研究基本一致(杜明威等,2022) [11] 。
表 4 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融通创新 COinn 通过熵值法构建的综合指标 20. 668 9. 948 0. 794 82. 694

底层技术运用 Digtech 通过文本分析法提取频率,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0. 677 1. 011 0 6. 260

技术实践应用 Digbusi 通过文本分析法提取频率,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1. 437 1. 168 0 6. 781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 / 总资产 × 100 43. 689 19. 672 6. 092 85. 099

流动资产占比 Liquid 流动资产净额 / 总资产 0. 551 0. 205 0. 088 0. 948

固定资产占比 Fixed 固定资产净额 / 总资产 0. 231 0. 164 0. 003 0. 715

现金持有水平 Cash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总资产 0. 053 0. 068 - 0. 144 0. 244

企业成长能力 Growth
(当年营业收入 - 上一年营业收入) / 上一年营

业收入
0. 156 0. 351 - 0. 536 2. 077

托宾 Q 值 Tobins 市场价值 / 总资产 1. 888 1. 101 0. 854 7. 137

企业年龄 Age 企业上市时长 10. 167 6. 938 1 30

股权集中度 Share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 100 35. 876 14. 934 9. 270 75. 050

独立董事占比 Indep 独立董事人数 / 总董事会人数 0. 372 0. 053 0. 308 0. 571

所有权性质 Property 国有企业记为 1,非国有企业为 0 0. 419 0. 493 0 1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1. 基准回归

表 5 列示了底层技术运用、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多元回归结果。 其中,第(1)列为

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底层技术运用二次项(Digtech2)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底层

技术运用 (Digtech) 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 utest 检验 p 值小于 0. 05,拐点 (Digtech =
4. 130)位于底层技术运用的取值范围[0,6. 260]内,表明底层技术运用倒 U 型影响企业融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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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H1a得以验证。 第(2)列为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技术实践应用(Digbusi)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另外,在第 (3) 列中加入技术实践应用的二次项后,技术实践应用二次项

(Digbusi2)的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拒绝了 utest 检验,表明技术实践应用正向促进

企业融通创新,假设 H1b得以验证。
表 5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COinn COinn COinn

Digtech
2. 027∗∗∗

(11. 709)

Digtech2 - 0. 245∗∗∗

( - 4. 662)

Digbusi
1. 368∗∗∗

(21. 129)
1. 615∗∗∗

(10. 210)

Digbusi2
- 0. 071

( - 1. 597)

Lev
0. 081∗∗∗

(21. 490)
0. 077∗∗∗

(20. 601)
0. 077∗∗∗

(20. 601)

Liquid
- 3. 795∗∗∗

( - 7. 898)
- 3. 626∗∗∗

( - 7. 544)
- 3. 627∗∗∗

( - 7. 546)

Fixed
- 6. 692∗∗∗

( - 11. 055)
- 6. 594∗∗∗

( - 10. 922)
- 6. 632∗∗∗

( - 10. 970)

Cash
13. 665∗∗∗

(14. 549)
13. 008∗∗∗

(13. 885)
13. 008∗∗∗

(13. 887)

Growth
0. 663∗∗∗

(3. 772)
0. 595∗∗∗

(3. 397)
0. 601∗∗∗

(3. 432)

Tobins
- 0. 381∗∗∗

( - 5. 758)
- 0. 296∗∗∗

( - 4. 523)
- 0. 294∗∗∗

( - 4. 489)

Age
0. 340∗∗∗

(26. 707)
0. 339∗∗∗

(26. 747)
0. 339∗∗∗

(26. 727)

Share
0. 098∗∗∗

(21. 325)
0. 095∗∗∗

(20. 868)
0. 095∗∗∗

(20. 852)

Indep
- 0. 124

( - 0. 096)
- 0. 710

( - 0. 544)
- 0. 718

( - 0. 550)

Property
3. 055∗∗∗

(17. 992)
3. 031∗∗∗

(17. 912)
3. 018∗∗∗

(17. 856)

常数项
11. 781∗∗∗

(13. 573)
11. 023∗∗∗

(12. 706)
10. 966∗∗∗

(12. 657)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9700 19700 19700

调整 R2 0. 220 0. 225 0. 225

　 　 注:∗∗∗ 、∗∗ 、∗ 分别代表统计量在 1% 、5%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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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生性处理

由于企业融通创新可能会影响数字化转型水平,即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为此,本文进行了如下内生性处理。

(1)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由于当期的企业融通创新无法影响之前的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

应用水平,因此本文将解释变量(底层技术运用、技术实践应用)分别滞后一期,以部分缓解被解释

变量与解释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 6 第(1)列 ~ 第(3)列所示。 可

以发现,底层技术运用滞后一期的二次项(L_Digtech2)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拐点(L_Digtech =
3. 953)位于底层技术运用滞后一期取值范围内,utest 检验 p 值小于 0. 05;技术实践应用滞后一期

(L_Digbusi)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尽管第 (3)列中技术实践应用滞后一期的二次项 ( L_
Digbusi2)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但是拐点( L_Digtech = 9. 368)超过技术实践应用滞后一期取值

范围的最大临界值(6. 781),且未通过 utest 检验,表明技术实践应用与企业融通创新间的倒 U 型

关系并不成立(Lind 和 Mehlum,2010) [47] 。 以上结果表明,在滞后一期解释变量后,底层技术运用、
技术实践应用仍分别倒 U 型、正向影响企业融通创新。

(2)工具变量法。 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模型内生性问题,具体地,借鉴张国胜和杜

鹏飞(2022) [10] 、倪克金和刘修岩(2021) [30] 构建工具变量的思路,选择同地区同行业的底层技术运

用、技术实践应用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 估计。 选取上述工具变量的逻辑在于,企业的底层

技术运用程度与同地区同行业企业底层技术运用相关,因而能够影响企业的底层技术运用,满足工

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同时,底层技术运用的同地区同行业平均水平与单独某个企业是否选择融通

创新的关联性较小,即对企业融通创新没有直接影响,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 同地区同

行业技术实践应用亦如此,二者均能够较好地符合工具变量构建要求。 工具变量通过了不可识别

检验(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p 值均小于 0. 01)和弱工具变量检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值均大于 Stock-Yogo 检验 10% 临界值),相关回归和检验结果如表 6 第(4)列 ~ 第(6)列

所示。 另外,考虑同地区同行业企业融通创新可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本文在控制行业效应的基础

上,在第(7)列 ~ 第(9)列中加入了地区固定效应,以同时控制地区和行业不可观测因素对本文结

果的影响。 可以发现,底层技术运用倒 U 型影响企业融通创新;尽管技术实践应用二次项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但是均未通过 utest 检验,表明 U 型关系并不成立( Lind 和 Mehlum,2010) [47] ,技术实

践应用仍正向影响企业融通创新。 因此,在考虑内生性的基础上,研究结果依然具有可靠性。
表 6 内生性处理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工具变量法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L_Digtech
2. 136∗∗∗

(10. 890)

L_Digtech2
- 0. 270∗∗∗

( - 4. 438)

L_Digbusi
1. 352∗∗∗

(19. 003)

1. 649∗∗∗

(9. 554)

L_Digbusi2
- 0. 088∗

( - 1. 766)

Digtech
3. 969∗∗∗

(8. 475)

3. 527∗∗∗

(7.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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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工具变量法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Digtech2
- 0. 773∗∗∗

( - 5. 382)

- 0. 647∗∗∗

( - 4. 654)

Digbusi
1. 598∗∗∗

(15. 491)

0. 099

(0. 140)

1. 548∗∗∗

(14. 758)

- 0. 460

( - 0. 646)

Digbusi2
0. 410∗∗

(2. 106)

0. 550∗∗∗

(2. 78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2. 100∗∗∗

(12. 706)

11. 338∗∗∗

(11. 935)

11. 278∗∗∗

(11. 892)

11. 904∗∗∗

(13. 768)

10. 910∗∗∗

(12. 569)

11. 275∗∗∗

(12. 669)

13. 657∗∗∗

(15. 258)

12. 856∗∗∗

(14. 327)

13. 334∗∗∗

(14. 450)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 rk LM

[ p 值]
— — —

290. 657

[0. 000]

3501. 262

[0. 000]

220. 291

[0. 000]

322. 044

[0. 000]

3353. 828

[0. 000]

210. 546

[0. 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ock-Yogo

检验 10% 临界值]

— — —
387. 245

[7. 03]

1. 3 × 104

[16. 38]

174. 789

[7. 03]

422. 312

[7. 03]

1. 2 × 104

[16. 38]

166. 619

[7. 03]

样本量 17476 17476 17476 19700 19700 19700 19700 19700 19700

调整 R2 0. 208 0. 212 0. 212 0. 215 0. 224 0. 158 0. 241 0. 248 0. 240

3. 稳健性检验

(1)替换关键变量测度方式。 一方面,借鉴赵宸宇等(2021) [33] 的研究,利用底层技术运用、技
术实践应用指标中的最大值,替换最大值出现年份后的指标,重新衡量企业底层技术运用、技术实

践应用程度;另一方面,使用平均赋权法重新测度企业融通创新。 结果显示,表 7 第(1)列中底层

技术运用二次项(Digtech2)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第(2)列中技术实践应用(Digbusi)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第(3)列中技术实践应用二次项(Digbusi2 )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
前文结论基本一致。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替换关键变量测度方式 排除年报信息披露质量影响 更改模型设定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Digtech
2. 106∗∗∗

(13. 154)

1. 975∗∗∗

(10. 327)

1. 954∗∗∗

(11. 247)

Digtech2
- 0. 264∗∗∗

( - 5. 655)

- 0. 224∗∗∗

( - 3. 849)

- 0. 226∗∗∗

( - 4. 304)

Digbusi
1. 252∗∗∗

(20. 122)

1. 333∗∗∗

(8. 833)

1. 335∗∗∗

(18. 115)

1. 413∗∗∗

(7. 547)

1. 409∗∗∗

(21. 675)

1. 607∗∗∗

(10. 121)

Digbusi2
- 0. 022

( - 0. 556)

- 0. 021

( - 0. 419)

- 0. 057

( - 1.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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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替换关键变量测度方式 排除年报信息披露质量影响 更改模型设定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6. 251∗∗∗

(19. 560)

15. 509∗∗∗

(18. 614)

15. 488∗∗∗

(18. 601)

13. 950∗∗∗

(12. 339)

12. 852∗∗∗

(11. 344)

12. 830∗∗∗

(11. 327)

12. 807∗∗∗

(6. 327)

12. 099∗∗∗

(6. 209)

12. 033∗∗∗

(6. 182)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样本量 19700 19700 19700 13030 13030 13030 19700 19700 19700

调整 R2 0. 260 0. 262 0. 262 0. 240 0. 242 0. 242 0. 223 0. 229 0. 229

　 　 (2)排除年报信息披露质量影响。 本文基于企业年报进行文本挖掘构建了企业底层技术运

用、技术实践应用程度的指标,而考虑部分企业可能存在未能准确披露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相关信

息、或存在策略性信息披露等行为,借鉴袁淳等(2021) [3] 的研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考评结果,仅对考评结果为“优秀”或“良好”的企业样本重新进

行回归。 相关回归结果如表 7 第(4)列 ~ 第(6)列所示,可以发现,相关结果与上文无明显差异。
(3)更改模型设定。 基准回归模型单独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忽略了年份和

行业的交叉因素,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 本文借鉴倪克金和刘修岩(2021) [30] 的研究,使用

高阶联合的固定效应方法,增加控制“年份 × 行业”,重新进行模型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7 第(7)
列 ~ 第(9)列所示,结果显示底层技术运用、技术实践应用分别倒 U 型、正向影响企业融通创新,表
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 进一步讨论

1. 机制路径检验

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 [48] 三步中介检验,结合上文模型(1),构建模型(3)和模型(4)用

于检验全要素生产率、经营风险在底层技术运用影响企业融通创新中的机制效应;结合上文模型

(2),构建模型(5)和模型(6)用于检验信息不对称、动态能力在技术实践应用影响融通创新中的

机制效应,具体如下:
Me-tech i,t = γ0 + γ1Digtech

2
i,t + γ2Digtech

2
i,t + γ3Controls i,t + Year + Industry + ε i,t (3)

COinn i,t = η0 + η1Digtech
2
i,t + η2Digtech i,t + η3Me-tech i,t + η4Controls i,t + Year + Industry + ε i,t (4)

Me-busi i,t = ξ0 + ξ1Digbusi i,t + ξ2Controls i,t + Year + Industry + ε i,t (5)
COinn i,t = ζ0 + ζ1Digbusi i,t + ζ2Me-busi i,t + ζ3Controls i,t + Year + Industry + ε i,t (6)

　 　 其中,Me-tech 代表经营风险(Risk) 、全要素生产率(TFP) ;Me-busi 代表信息不对称( IA)、动态

能力(DC),其余变量含义与上文相同。 其中,借鉴余明桂等(2013) [49] 的研究,采用经行业调整后

的企业资产收益率三年内的标准差衡量经营风险;借鉴武常岐等(2022) [34] 的研究,使用 OP 法测

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借鉴吴非等(2021) [5] 的研究,使用分析师关注度衡量企业信息不对称程

度,分析师关注度越高,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借鉴杨林等(2020) [50] 的研究,使用创新能力

(研发投入强度、技术人员比例)、适应能力(企业在研发、广告以及资本三方面支出的变异系数的

负值)和吸收能力(企业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标准化之后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企业动态能力

的代理变量。 另外,本文使用 Sobel 检验和 Bootstrap(1000 次抽样)检验对上述机制路径做进一步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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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底层技术运用影响企业融通创新的机制路径检验。 表 8 列示了底层技术运用影响企业融

通创新的机制路径检验结果。 其中,第(2)列为底层技术运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结果显

示底层技术运用二次项(Digtech2)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通过 utest 检验,且拐点落在底层技

术运用取值范围内,表明底层技术运用倒 U 型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第(3)列为底层技术运用和全要

素生产率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底层技术运用二次项(Digtech2 )、全要素生产率

(TFP)系数分别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为正,通过 utest 检验,且拐点落在底层技术运用取值范围

内。 另外,Sobel 检验的 Z 统计量绝对值为 2. 571(5% 水平上显著),并且 95% 置信水平抽样 1000
次的 Bootstrap 间接效应区间上下限分别为 - 0. 308 和 - 0. 111,不包含 0。 这表明底层技术运用通

过倒 U 型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于企业融通创新。 假设 H2a得到验证。
表 8 底层技术运用影响企业融通创新的机制路径检验

变量
(1) (2) (3) (4) (5)

COinn TFP COinn Risk COinn

Digtech
2. 027∗∗∗

(11. 709)
0. 037∗∗∗

(2. 794)
1. 897∗∗∗

(11. 345)
- 0. 002∗∗∗

( - 2. 791)
1. 996∗∗∗

(11. 544)

Digtech2 - 0. 245∗∗∗

( - 4. 662)
- 0. 010∗∗∗

( - 2. 780)
- 0. 210∗∗∗

( - 4. 059)
0. 001∗∗∗

(3. 341)
- 0. 233∗∗∗

( - 4. 434)

Risk
- 13. 902∗∗∗

( - 9. 623)

TFP
3. 518∗∗∗

(34. 9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 782∗∗∗

(13. 574)
4. 857∗∗∗

(68. 558)
- 5. 306∗∗∗

( - 5. 472)
0. 065∗∗∗

(13. 566)
12. 682∗∗∗

(14. 575)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9700 19700 19700 19700 19700

调整 R2 0. 220 0. 413 0. 286 0. 077 0. 223

　 　 第(4)列为底层技术运用对经营风险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底层技术运用二次项(Digtech2 )
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通过 utest 检验,且拐点落在底层技术运用取值范围内,表明底层技术

运用 U 型影响经营风险;第(5)列为底层技术运用和经营风险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回归结果,结果

显示经营风险(Risk)和底层技术运用二次项(Digtech2 )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通过 utest
检验,且拐点落在底层技术运用取值范围内。 另外,Sobel 检验的 Z 统计量绝对值为 3. 739(1% 水

平上显著) ,并且 95% 置信水平抽样 1000 次的 Bootstrap 间接效应区间上下限分别为 - 0. 338 和

- 0. 128,不包含 0。 这表明底层技术运用通过 U 型影响经营风险作用于企业融通创新。 假设 H2a

得到验证。
(2)技术实践应用影响企业融通创新的机制路径检验。 表 9 列示了技术实践应用影响企业融

通创新的机制路径检验结果。 其中,第(2)列为技术实践应用对信息不对称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技术实践应用(Digbusi)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第(3)列为技术实践应用和信息不对称对企业

融通创新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技术实践应用(Digbusi)、信息不对称系数( IA)均在 1% 水平上显著

为正。 另外,Sobel 检验的 Z 统计量绝对值为 19. 990 (1% 水平上显著),并且 95% 置信水平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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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次的 Bootstrap 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为[0. 818,1. 057],不包含 0。 由于分析师关注度是信息不

对称的负向代理变量,因此以上结果表明技术实践应用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而有助于企业融通创

新。 假设 H3a得到验证。
表 9 技术实践应用影响企业融通创新的机制路径检验

变量
(1) (2) (3) (4) (5)

COinn IA COinn DC COinn

Digbusi
1. 368∗∗∗

(21. 129)
1. 566∗∗∗

(22. 189)
0. 938∗∗∗

(15. 206)
0. 006∗∗∗

(6. 321)
1. 283∗∗∗

(18. 944)

IA
0. 275∗∗∗

(38. 800)

DC
10. 839∗∗∗

(12. 1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 024∗∗∗

(12. 707)
- 4. 606∗∗∗

( - 4. 814)
12. 289∗∗∗

(14. 825)
- 0. 028∗∗∗

( - 2. 274)
25. 884∗∗∗

(27. 330)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9700 19700 19700 16315 16315

调整 R2 0. 225 0. 155 0. 294 0. 352 0. 254

　 　 第(4)列为技术实践应用对动态能力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技术实践应用(Digbusi)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第(5)列为技术实践应用和动态能力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技术

实践应用(Digbusi)、动态能力(DC)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另外,Sobel 检验的 Z 统计量绝

对值为 5. 921(1% 水平上显著),并且 95% 置信水平抽样 1000 次的 Bootstrap 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为

[1. 156,1. 410],不包含 0。 以上结果表明技术实践应用通过提升动态能力而有助于企业融通创

新。 假设 H3b得到验证。
2. 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检验

融通创新的实现需要融合与畅通各类资源,而知识、技术等资源的共享和转移可能引发知识产

权风险(杨震宁和赵红,2020) [51] ,特别是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间信息、知识、技术等的流动,更加

凸显了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赋予创新者一定的专有权,一方面降低其

创新成果被竞争对手模仿或侵犯的风险,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收益,有助于保障良性创新生态的形

成,释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激励多元创新主体合作共赢;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企业

对外部专利知识的使用,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性。 因此,有理由认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可能

构成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融通创新的重要调节变量。
本部分参考吴超鹏和唐菂(2016) [52] 、韩剑和许亚云(2021) [53] 的研究,从行政执法、司法保护

以及市场规范化程度三个方面构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指标。 在行政执法方面,通过整理国家知识

产权局 2008—2020 年各省份的专利侵权案件数量,使用专利侵权受理案件数量除以该地区当年获

取的专利授权量,记为专利侵权率,使用 1 减专利侵权率得到该地区的未侵权率,未侵权率越高说

明该地区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力度越强;在司法保护方面,使用各省份每万人拥有的专职律师数量

进行衡量,每万人拥有的专职律师数量越多该地区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越高;在市场规范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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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面,使用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比重越高该地区知识产权

市场规范化程度越高。 并通过熵值法对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以及市场规范化程度进行赋权,合成地

区知识产权保护的综合指标,该指标的值越大,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 具体地,本文构建了

如下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Coinn i,t = φ0 + φ1Digtech

2
i,t + φ2Digtech i,t + φ3 IPR i,t + φ4Digtech

2
i,t × IPR i,t

+ φ5Digtech i,t × IPR i,t + φ6Controls i,t + Year + Industry + ε i,t (7)
Coinn i,t = ϕ0 + ϕ1Digbusi i,t + ϕ2 IPR i,t + ϕ3Digbusi i,t × IPR i,t

+ ϕ4Controls i,t + Year + Industry + ε i,t (8)
　 　 其中,IPR 代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其余变量含义与上文相同。

表 10 第(1)列是模型(7)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底层技术运用二次项与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

交互项(Digtech2 × IPR)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并且与底层技术运用二次项(Digtech2 )系数符

号相同,表明经过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倒 U 型曲线变得更

加陡峭,即随着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增强,拐点前底层技术运用与企业融通创新产出的正向关

系越明显,而拐点后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融通创新影响的负向关系越明显。 可能的原因是,一方

面,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提升组织合法性,拓展企业提升内部知识、技术等的数字化水平而带来

的正向作用,进而扩大了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促进作用。 企业通过引进数字技术,推动

了技术、管理、生产等方面的创新,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但同时提升了内部知识、技术的数字化

程度,因此增加了企业创新成果被侵权的机率。 此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增加,将有效打击侵权

行为,降低创新成果被模仿或侵占的风险,有利于企业保护在底层技术运用过程中产生的创新成果

(赵宸宇等,2021) [33] ,增加企业利用独有创新成果从外部获取利润的意愿,进而提升企业进行融通

创新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由于增加了市场垄断风险,将加剧过度底层技术运用对企

业融通创新的抑制作用。 过度的底层技术运用不仅挤占了企业的资源、创造力,并且由于网络效应

的存在,将导致利润向部分企业聚集。 此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增加,将禁锢市场环境下的企业

合作,加剧底层技术运用的马太效应,更加抑制企业融通创新。 因此,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在底

层技术运用与企业融通创新的倒 U 型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在增强二者正向关系的同时也加剧了

其负向作用。
表 10 第(2)列是模型(8)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技术实践应用与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项

(Digbusi × IPR)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与技术实践应用(Digbusi)系数符号相反,表明知识产

权保护强度负向调节技术实践应用与企业融通创新的关系,即随着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增加,
技术实践应用对融通创新的促进作用将受到抑制。 这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技术、知识等在创新主体间的扩散与溢出,不断增大企业间的技术距离,因而不利于技术实践应用

促进企业间创新成果交流与共享作用的发挥。 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中各类场景的赋能,
有效降低了企业与企业创新主体间信息沟通和知识、技术等获取的障碍。 此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的增加,将阻碍企业间信息、技术等各类资源的融合与畅通,因而会抑制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融通

创新的促进作用。 特别是,技术实践应用强调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对新市场、新服务的开拓,而对在

位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将导致新创企业通过技术实践应用敏锐感知市场机会,进行产品和技术细

微变动或创新的行为更易被判定为侵权或技术剽窃,这不仅加剧了在位企业的垄断行为,并且打击

了新创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Chen 和 Wu,2022) [54] ,提升了创新难度,不利于融通创新的实现。 因

此,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将削弱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融通创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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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调节作用

变量
(1) (2)

COinn COinn

Digtech
1. 662∗∗∗

(14. 814)

Digtech2 - 0. 231∗∗∗

( - 4. 421)

IPR
7. 404∗∗∗

(13. 692)
6. 498∗∗∗

(14. 851)

Digtech × IPR
- 1. 434∗∗

( - 2. 122)

Digtech2 × IPR
- 0. 767∗∗

( - 2. 519)

Digbusi
1. 353∗∗∗

(20. 905)

Digbusi × IPR
- 0. 874∗∗

( - 2. 3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 620∗∗∗

(15. 633)
13. 433∗∗∗

(15. 501)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19700 19700

调整 R2 0. 233 0. 235

3. 异质性检验

上文利用全样本数据分析了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层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的

影响,并经过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确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的作

用,可能因为企业属性不同存在非对称效果。 由于融通创新是释放大企业创新活力、激发中小企业

创新潜力的有效渠道(陈劲等,2020 [15] ;李彦宏,2021 [16] ),而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资源基础、创新

优势和特点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将导致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别,因而有必

要继续分析底层技术运用、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融通创新作用效果的企业规模异质性,以能够有针

对性地提出推进企业融通创新的政策建议。
借鉴李琦等(2021) [55] 研究,本文使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衡量企业规模,并根据企业规模均值

对全样本进行划分,大于均值则为大企业,小于等于均值则为中小企业,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11 所

示。 其中,第(1)列和第(2)列为中小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第(3)列 ~ 第(5)列为大企业样本的回

归结果。 第(1)列中底层技术运用二次项(Digtech2 )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通过 utest 检验,
拐点(Digtech = 3. 604)位于底层技术运用取值范围内。 第(3)列中底层技术运用二次项(Digtech2 )
系数为负,但未通过 utest 检验,且拐点(Digtech = 7. 756)超过底层技术运用的最大临界值。 本文推

断大企业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可能仅表现为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第(4)列中

进行了回归检验,可以发现底层技术运用(Digtech)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对于大企业而

言,底层技术运用更能够促进企业融通创新,甚至是消除了负向作用。 第(2)列和第(5)列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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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应用(Digbusi)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是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技术实践应用的系

数较小。 另外,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的 Chi2 值分别为 171. 83、52. 34,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 以

上结果表明,相较于中小企业,大企业底层技术运用、技术实践应用层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

新的促进作用均更明显。
表 11 企业规模的对比

变量

(1) (2) (3) (4) (5)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COinn

中小企业 大企业

Digtech
0. 933∗∗∗

(5. 478)
2. 175∗∗∗

(7. 715)
1. 747∗∗∗

(13. 880)

Digtech2 - 0. 129∗∗∗

( - 2. 647)
- 0. 140∗

( - 1. 695)

Digbusi
0. 639∗∗∗

(9. 915)
1. 597∗∗∗

(13. 8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1. 221∗∗∗

(24. 243)
20. 882∗∗∗

(23. 872)
9. 423∗∗∗

(5. 719)
9. 409∗∗∗

(5. 711)
7. 845∗∗∗

(4. 749)

行业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1070 11070 8630 8630 8630

调整 R2 0. 154 0. 157 0. 176 0. 176 0. 176

　 　 本文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投入资金、技术等资源(倪克金和刘

修岩,2021) [30] ,大企业经济实力雄厚且拥有更高的社会信誉,能够从外部网络中获取或调用更多

的资源,由此将带来大企业的外部连接效应和创新效率提升效果比中小企业更明显。 例如,海尔集

团通过打造数字化的卡奥斯平台,以对内转型、对外赋能的模式进行全流程的业务数字化,构建资

源、企业零距离对接的融通创新体系,形成了“大企业共建,小企业共享”的创新生态,助力中小企

业发展。 对底层技术运用而言,由于大企业组织结构复杂、管理层级多,存在内部协调成本高昂、经
营决策权分散、信息传递链较长等现象。 相较于中小企业,底层技术运用更能弥补大企业在这方面

的不足(安同良和闻锐,2022) [56] ,促使大企业内部管理、决策等流程更加灵活,进而有助于增强与

其他创新主体间的连接与资源整合。 对于技术实践应用而言,大企业拥有较为成熟的技术积累和

实践经验,可以较为熟练地根据具体场景进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并通过打造创新生态圈,释放

自身资源优势,为中小企业创新赋能。 因此,相较于中小企业,无论是进行底层技术运用还是技术

实践应用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大企业均更能够促进融通创新。

六、 结 　 论

1. 研究结论

数字经济时代,创新要素联接更加紧密,流动更快,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催
生更多主体、种群间多样化和深层次的互通互联需求,因而为实现融通创新带来了新机遇。 本文以

2008—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指标衡量企业融通创新,实证

检验了底层技术运用、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企业规模异质性和地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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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融通创新,企业在技术实

践应用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融通创新,底层技术运用则表现为先扬后抑的倒 U 型作用。 这

是由于过度底层技术运用将耗费企业较多的资源,挤占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因而不利于融通创新,
但是这一不利影响能够在大企业中得以消除。 同时,相较于中小企业,技术实践应用对融通创新的

促进作用亦在大企业更为明显。 (2)机制路径分析发现,底层技术运用通过影响经营风险、全要素

生产率作用于企业融通创新,而技术实践应用则通过提升动态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融通

创新。 (3)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两个层面数字化转型都具有调节作用,其强化了底层技术运用

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倒 U 型作用,减弱了技术实践应用的促进作用。
2. 政策建议与管理启示

政府应通过政策引领、机制完善等,保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正向促进效应的有效发

挥。 具体而言:(1)通过财政补贴、专项资金和政策倾斜等方式,支持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以进一

步促进融通创新。 同时,在鼓励企业进行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时,应把握适度原则,建立

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减少企业因过度数字技术投入导致失配于自身资源和能力而产生的问题,更
加健康、可持续地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另外,政府应不断加快 5G 网络、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筑牢企业数字化转型底座,为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融合各类社会经济场景提

供基础保障。 (2)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遵循企业的资源禀赋优势,避免“一刀切”。 不同规模

企业的资源与能力基础、创新意愿等存在差异性,而本文证实了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

的促进作用相较于中小企业更明显。 因此,可以鼓励大企业在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方面

发挥引领和支撑性作用,引导资源充足和有条件的大企业建设共享、共生、共担、共赢的产业共同

体、创新联合体等融通创新特色载体,带动中小企业成长与发展;同时,积极部署与开展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试点工作,通过设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加强中小企业专利技术保护力度等方

式,鼓励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大企业生态圈。 (3)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可能面临着知识、技
术、数据等核心要素泄露或被模仿的风险,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有效减少上述现象的存在,但
也有可能限制了数字化转型带来资源融合和畅通效应的发挥。 为避免企业因此降低融通创新的意

愿,政府应从“降低侵犯风险”出发,制定数据和技术确权、引用、交易等相关制度及监管规定,为充

分释放底层技术运用对企业融通创新促进作用提供保障;从“保障知识溢出”出发,鼓励企业联合

建立知识、技术共享平台,降低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实践应用促进企业融通创新的抑制作用。
企业应兼顾差异化和系统性制定数字化转型及创新战略。 具体而言:(1)底层技术运用、技术

实践应用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因此企业应当在综合考虑自身资源和

能力基础、需求与发展痛点、外部环境等特点的基础上,选择最为合适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虽然底

层技术运用可以促进企业融通创新发展,但是投入过多的智能设备、数字技术将挤出企业的创新投

入,因此要把握适当的底层技术运用水平,尤其是中小企业更应谨慎决策。 (2)创新范式已经发生

了深刻变化,融通创新将成为企业未来实现新增长点的源泉,因此企业应当跳出自身单点思维,积
极加入融通创新行列。 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基础与意愿存在差异性,一方面,企业应当主动寻找潜

在的合作创新主体,有效融合创新要素,增强融通创新的可能;另一方面,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开

发与应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为其他企业跨边界合作或创新提供服务,确保

融通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 (3)企业应当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优化对各类资源的管理,进一步促

成融通创新。 一方面,底层技术运用将改变企业资源基础,因而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数据中台或利用

数智化平台等,实现对包括数据在内的资源全过程管理,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提升资源共

享度,促进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创新资源的融合与畅通;另一方面,技术实践应用能够增强企业获

取外部资源、信息的机会和能力,因而企业应当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渗透性特点,融合各类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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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在增加企业的资源储备的同时,有效整合其他创新主体的资源,拓宽企业资源池。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从数字化转型视角分析了融通创新的影响因素,尚未考虑融通创新实现的

动态过程,因此未来可尝试通过多案例、动态仿真等方式,更为深入地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

创新的动态作用机制。 另外,本文仅研究了融通创新的影响因素,尚未讨论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融

通创新而产生的价值或经济后果,而融通创新是我国迈进创新型国家前列的重要助力器,其经济效

果值得未来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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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fluence Enterprise Co-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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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innovation is a deep-level cooperative innovation paradigm with deep integration and high smoothness of
resource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other innovation entities,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vercoming the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a single entity and realizing the goal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Therefore,how to drive the co-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spective innovation advantages of large enterpris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has become a key issue for China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s and step into the
forefront of innovative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and rapid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increasingly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key strategy for enterprises􀆳 survival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reaking through enterprise boundaries and promoting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So, c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elp to realize the co-innovation which is urgently promoted by China? In addi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volves two different levels of underly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Do they have a
differentiated impact and mechanism on enterprise co-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and us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08 to 2020 as research sampl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co-innovation at the level of underly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underly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have
inverted U-shaped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enterprise co-innovation respectively. And compared with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large enterprises can promote enterprise co-innovation more.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underly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ffects enterprise co-innovation by influencing business risk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while practical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ffects co-innovation by improv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reduc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g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derly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co-innovation,and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al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co-innovation. That is to say, the higher the intens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the more “ convex” the impact of underly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enterprise co-innovation,and the weaker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practical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index of co-
innovation,which reflects the degree of enterprise co-innovation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and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evaluating enterprise co-innovation and exploring its important factors. (2) As for enterprise co-innovation,
existing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its 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iveness,and few studies focus on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ntecedents of enterprise co-innovation,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innov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and clarifies the role boundar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a key fac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al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 3 ) By distinguishing the
differentiated impa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co-innovation at two different levels, namely the underly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the practical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but also helps to coordinate the current controversy about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nabling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ory,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to promote enterprise co-
innovation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practice.
Key Words:digital transformation;co-innovation;underly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practical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JEL Classification:M10, O14, O32
DOI:10. 19616 / j. cnki. bmj. 2023. 04. 003

(责任编辑:李先军)

36

2023 年 第 4 期


